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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战争时期“满洲农业移民”的农业经营状况研究

孙　 炜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３）

　 　 〔摘　 要〕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政府曾向中国东北送出大量日本农业人口，即“满洲农业移民”。 “移民”的农业

经营是日本政府实现民族扩张与辅助侵略战争的关键一环。 为此，日本政府专门制定了《北满地区集团农业移民

的经营标准案》。 但出于侵略扩张动机而制定的《标准案》，从背景到内容都因强调政治目的而忽略了农业经营的

实际。 在实践中，日本政府为巩固其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以“分村移民”的形式强制送出大量“移民”，由此导致

“移民”具有集体意识薄弱、缺乏农耕经验与热情、小家庭化、劳动力不足等特点，再加上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殖民政

策以及落后的农耕技术等，使得“移民”的农业经营过程、结果与《标准案》背道而驰，最终走向崩溃。 “满洲农业移

民”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与殖民。
　 　 〔关键词〕侵华战争时期；“满洲农业移民”；农业经营；“大八浪开拓团”
　 　 〔中图分类号〕Ｋ３１３．４６；Ｋ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９０９（２０２４）０６－０１５７－１３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曾向中国东北“送出”了多种形式与名目的移民，统称“满洲移民”。 其中居

于核心地位的是农业移民，即“满洲农业移民”（以下简称“移民”）。 “移民”的侵入地主要是“北满”①

地区，其中尤以伪三江省为甚②。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移民”的农业经营，认为这是“移民”成败的关键③。 因此，早在“武装移民期”，

日本政府就对“移民”的农业经营进行了诸多讨论，并于 １９３６ 年由拓务省出台了《北满地区集团农业移

民的经营标准案》（以下简称《标准案》）。 《标准案》提出了“农业经营四大主义”，即“自给自足主义”
“自耕农主义”“农牧混同主义” “共同经营主义”。 随着“移民”被纳入日本国策，该案成为了各“开拓

团”遵守的金科玉律。 鉴于“移民”的农业经营对日本实施侵略与殖民政策的重要性，该问题业已成为

当前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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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７ 年 ７ 月，日俄密约附款中对南北“满洲”的分界线作了说明：“从俄韩边界西北端划一直线至珲春，从珲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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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学者多重视从整体上探讨长时段内的“移民”农业经营情况①。 这有利于把握“移民”农业

经营的总体情况，但对从细微之处还原“移民”农业经营过程存在不足。 当然，也有少量从个案角度探

讨“移民”农业经营的文章，这些文章多倾向于探讨弥荣村、瑞穗村等“武装移民期”的“开拓团”，相对而

言较少关注“百万户移民期”的“开拓团”②。 日本学者则倾向于使用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探讨“移民”的
农业经营过程③。 上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学界对“移民”问题的探讨，但仍存在有待深入之处，如对

标《标准案》具体探讨“百万户移民期”典型“开拓团”的农业经营过程及其原因等，这有利于进一步还原

“移民”农业经营的实际情况，彰显和揭露“移民”的侵略本质。
本文拟将“第八次大八浪泰阜村开拓团”④（以下简称“大八浪开拓团”）作为考察对象，这出于以下

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大八浪开拓团”是“分村移民”“开拓团”的典型，也是备受日本政府期待和期望

实现“农业经营四大主义”的主力⑤。 二是国内鲜少有“百万户移民期”“开拓团”在农业经营方面的个

案研究。 三是相关史料丰富且具有客观性与真实性。 本文所用主体史料为日本大东亚省于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印发的《第八次大八浪开拓团综合调查报告书》（以下简称《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共分八章，记
录了“大八浪开拓团”从 １９３９ 年到 １９４２ 年的土地、人口、团组织运营、农业经营、移民生活、卫生、教育、
文化等变化情况，共 ３７０ 页。 封面的左上角印有“密”字，在当时只配发给日本政府少数相关人员。 《调
查报告》之所以加密，笔者推测原因有二：一是《调查报告》记录的“移民”情况与日本政府的宣传大相径

庭；二是《调查报告》不利于日本政府招募“移民”。 凡此种种，反而说明了《调查报告》的客观性与真实性。
有鉴于此，笔者拟从政策与实践的角度，对标日本拓务省出台的《北满集团农业移民的经营标准

案》，考察“百万户移民期”“大八浪开拓团”的农业经营过程，并以此为基础进而探讨其失败的原因。

一、异想天开的政策：《北满地区集团农业移民的经营标准案》

《标准案》是为了满足日本政府利用“移民”实施侵略扩张而制定的“移民”农业经营政策，这导致其

制定背景和内容都无视了经济规律以及“北满”地区的农耕特点，故而是异想天开的政策。
（一）《北满地区集团农业移民的经营标准案》的提出背景与主要内容

在“武装移民期”，日本社会普遍认为“移民”不可能成功。 具有代表性的是矢内原忠雄从经济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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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成果主要有：王元周：《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农业经营（１９０５—１９４５）》，《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４ 期；石艳

春：《日本“满洲移民”社会生活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７ 年。
如石艳春、秦玉霞等学者针对“武装移民期”的“弥荣村”展开个案研究。 参见石艳春：《武装移民期弥荣村的农

业经营形态的变迁》，《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秦玉霞：《伪满时期日本第一次武装移民“弥荣村”实态研

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２１ 年。
日本学者小林英夫以“瑞穗村”为例，从与原住民竞争的角度撰文分析了“移民”农业经营情况的演变。 参见

［日］小林英夫：《满洲农业移民的营农实态》，［日］满洲移民史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满洲移民》，东京：龙溪书社，
１９７６ 年版，第 ３８７—４９１ 页。 日本学者今井良一对标“武装移民期”的农业经营效果，撰文讨论了“百万户移民期”日本移

民的农业经营形态。 参见［日］今井良一：《渡海的日本人》（上卷），神户：双树书房，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５１—９３ 页。
“第八次大八浪泰阜村开拓团”中的八次，是指以 １９３２ 年为“满洲农业移民”送出的元年，到 １９３９ 年已是第八个

年头，因此称为第八次。 “大八浪”，是指其所在地是当时伪满洲国三江省桦川县大八浪地区。 “泰阜村”是日本本土长

野县下伊那郡泰阜村的分村，故延续母村的名字“泰阜”。
“大八浪开拓团”是首批实行“分村移民”的“开拓团”之一，既符合《标准案》适用范围，又备受日本政府重视。

《标准案》指出，此案的适用范围是集团移民。 集团移民有两种送出形式：一是“分村移民”；二是“庄内型移民”。 “分村

移民”于 １９３８ 年开始实施，１９４０ 年后成为“移民”的主要送出形式。 “大八浪开拓团”于 １９３８ 年开始“分村移民”，１９３９
年起陆续侵入东北。 因此，“大八浪开拓团”不论“分村移民”还是农业经营都受到了日本政府的关注，故而对其展开了

为期 ４ 年的跟踪调查。



出发提出的观点。 在他看来，无视货币经济的自给自足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再加上日本农民的生活水

平要高于伪满洲国农民，因此，“移民”在与伪满洲国农民的市场竞争中必然失败。 基于上述两点，矢内

原忠雄认为，要使“移民”获得成功，关键是投入先进的技术与高昂的资本①。
坚持“移民”可能论的是关东军的智囊团。 他们认为要想使“移民”取得成功并非易事，但是为了民

族扩张无论如何也必须进行。 “移民”可能论者首先强调“移民”的性质，即日本的民族扩张运动。 为了

实现“大和民族”在中国东北的稳步扩张，“移民”必须实行“自耕农主义”，因为只有坚持以自给自足为

主体的“自耕农主义”，才能实现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发展与扩大。 考虑到“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局势的变

化，“移民”可能论者认为，以国家权利为后盾，再加上合理的经营规模、形式和管理方式，“移民”就可以

大获成功。 为了增加“移民”可能论的筹码，关东军联合拓务省、满铁经济调查会，从“移民”可能论的立

场出发，着手调查并制定了“移民”农业经营标准案②。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在关东军主导下，由拓务省出台了《北满地区集团农业移民的经营标准案》。 尽管该

案的封面上书有“未定稿”字样，文中亦写明“仅作为移民农业经营的基本标准，各移民团需要根据入植

地的环境等因素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农业经营计划或标准”③，但是随着“移民”成为日本国策，《标准

案》的核心“农业经营四大主义”被写入具有“移民”最高法典之称的《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中，此案

被奉为了“移民”农业经营的“金科玉律”④。
《标准案》在农业经营方面的主要内容如下：农家施行以耕种旱田为主、水田为辅，与此同时辅以家

畜饲养的农牧混同经营。 为增加收入，农家需尽可能共同经营，如采用合作的方式从事农耕、放牧和农

产品统购统销等。 农家需以自家劳动力为主，采取自耕农主义，以自给自足为原则，尽量减少用现金从

外部购入。 每户农家耕地面积为 １０ 町步⑤，其中水田 １ 町步，在此基础上可使用村或“开拓团”的共有

地作为放牧草场、林地等。 需要注意的是，文件虽然规定施行“自耕农主义”，但由于侵入伊始农家劳动

力较少（仅为平均每家 １．５ 人），故可临时雇佣劳动力，待家庭人数增加后取代雇佣劳动力。 关于副业，
可在冬季农闲期从事伐木、木材加工、采矿、运输等行业⑥。

收支预算方面，《标准案》认为，在“移民”进入东北后的第三年农家可出现结余，具体数据如

下表：
表 １　 年度收支预算表 （单位：日元）

类别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收入 １７５．３８ ４３７．４３ ７０７．９３ ８２３．０８ ７９４．９８
支出 ５８２．４７ ４０１．０３ ４０５．０３ ４１０．０３ ４２０．０３

贷款利息 ８５．５０ ９５．５０ ９５．５０ ９５．５０ ７５．５０
损益 ↓４９２．５９ ↓５９．１０ ２０７．４０ ３１７．５５ ２９９．４５

　 　 注：（１）上述损益项不包含偿还满洲拓植公社贷款本金；（２）此表是以每户农家 １．５ 个劳动力且从事

自耕农为基础而制作；（３）“↓”代表亏损。 此表系根据日本拓务省拓务局《北满地区集团农业移民的经

营标准案》制作而成， 参见［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东京：明文堂，１９４４ 年版，第 １８０—１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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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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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日］矢内原忠雄：《满洲问题》，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３４ 年版，第 １０３—１１６ 页。
［日］小林英夫：《满州农业移民的营农实态》，［日］满洲移民史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满洲移民》，东京：龙

溪书社，１９７６ 年版，第 ３８９—３９０ 页。
⑥　 ［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东京：明文堂，１９４４ 年版，第 １７１、１７２—１８１ 页。

《满洲开拓史》，东京：全国拓友协议会，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３４９—３５０ 页。
“町步”是日本面积单位，约为 １４．８ 市亩。



（二）“北满”地区农耕特点及对《标准案》的讨论

“北满”地区农业劳动时间集中而短促，加之农耕生产特点，故而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并且随着

耕地面积的增加，投入劳动力亦需相应增多。 这对于拥有大量耕地的“移民”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
“北满”地区气候特殊，农耕技术较为落后。 水文和气象资料显示，“北满”年平均降水量 ５７３．３ 毫

米，年平均气温 ２．２ 度，其中最高气温 ３６．７ 度，最低气温零下 ３７．４ 度。 “大八浪开拓团”所在地三江省桦

川县的初雪大概在 １０ 月初，终雪在 ４ 月底。 因此，桦川县的农闲期是 １１ 月下旬到 ５ 月上旬，大概 １６５
天，占全年的 ４５．１１％。 农忙期集中而短促，每年的 ５ 月下旬到 ８ 月上旬是除草期，１０ 月到 １１ 月是收获

期①。 “北满”地区农业生产过程中需要除草的原因，除了气候外，主要是由于采用传统的垄作耕法和传

统的农具———犁与锄头的缘故。 这种耕作方法和农具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缺点主要有二：一是犁耕只

能达到浅耕的程度，不仅影响农作物对养分和水分的吸收，还容易导致春末至夏末期间农田里杂草丛

生②；二是传统工具效率低，锄头是“北满”地区用于除草的主要农具，成年男子平均每天辛勤劳作 １３ 个

小时，４ 天才能除掉 １ 町步面积的杂草③。 农户之所以对改良农耕技术和设备的积极性不高，主要是因为

田价太高，与田价走高形成反差，佃农、雇农的经济地位越来越低，自耕农与一部分地主所能投入生产的资

本亦相对越少，无论农户大小，均缺少改良农业生产技术和设备的欲望④。
此外，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雇佣劳动力亦需增多。 “北满”地区在移民进入前，地权就大量集中。

冯和法指出，七分之一的农户竟占有了 ５０％以上的土地，佃农数量庞大，无地可耕的农户占比高达 ３
０％～４０％，其中不乏雇佣劳动力⑤。 耕地面积与雇佣劳动力的关系如表 ２ 所示。 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家

庭劳动力进行，耕种面积变小，家庭劳动力投入所占的比重就相对越大，雇佣劳动力占比就越小；耕种面

积增大，家庭劳动力投入所占的比重就相对越小，雇佣劳动力占比就越大，每反⑥投入的雇佣劳动力当

然也就越多。 以上情况说明，“移民”进入前“北满”地区就存在土地趋于集中的富农化现象。 日本学者

小林英夫根据其发展程度指出，那些占有较多土地的人与其称之为富农，不如称之为“壕农”⑦。 随着战

争的持续和日本《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实施，农业雇佣劳动力日渐减少，供需关系的变化导致雇

主的工资负担日益加重，因此，原住民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度过难关，如缩小耕种面积并尽量采取

自耕方式从而减少雇佣劳动力的数量，把自耕地以外的土地面积出租给其他农家，等等。 即便如此，原
住民也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届时则只好采取几户农家合作耕种的办法⑧。

结合《标准案》的制定背景、内容以及“北满”地区的农耕特点对《标准案》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该案

是服务于日本政府殖民侵略目的的农业经营案，故而是先有结论后有论证，这是导致《标准案》脱离实

际的根本原因。 其脱离实际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未涉及农耕技术和设备改良的基础上要求实现“自耕

农主义”。 由于日本政府在政策中并没有提及农耕技术改良，因此实践中“移民”主要沿用原住民的农

耕方法⑨。 但在农忙时期集中且短促的“北满”，熟练掌握农耕技术的原住民尚且需要雇佣劳动力，更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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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⑥

⑦

⑨

③⑧　 《满农雇佣劳动情况调查》，新京：“满洲国立”开拓研究所，１９４１ 年版，第 ３０、３９、３７—３８ 页。
马伟：《近代以来我国东北农耕法的演变与发展———兼论“北海道农法”》，《农业考古》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陈翰笙、王寅生：《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中日俄记载中中国黑龙江流域农民地主农业经济概况》，《“国

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１９２９ 年第 １ 号。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局，１９３５ 年版，第 ９９５—１０８３ 页。
“反”是日本面积单位，１ 反约为 １．４８ 市亩。
［日］小林英夫：《满洲农业移民的营农实态》，［日］满洲移民史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满洲移民》，东京：龙

溪书社，１９７６ 年版，第 ４０４ 页。
日本作家岛木健作在所著《满洲纪行》中写道：“我所走过的所有开拓团都在使用满洲原有的农业方法。”由此可

知，“移民”在农耕中采用的是原住民的农耕方法，在耕作技术和设备上并没有什么更新。 参见岛木健作：《满洲纪行》，
东京：创元社，１９４１ 年版，第 ３１ 页。



况新来的、一切都陌生的“移民”呢。 日本政府在未改良农耕技术的前提下，要求“移民”通过自身劳动

进行农业生产，实现“自耕农主义”，这不啻是异想天开。 二是认为通过自给自足可实现“移民”收支盈

余。 在采用原住民传统农耕技术的情况下，“移民”势必要为雇佣劳动力而支出数量可观的现金，这将

直接导致“自给自足主义”的失败，何谈通过自给自足实现收支盈余！
表 ２　 “北满”地区原住民户均劳动力构成情况 （单位：人、反）

鲜人农家 耕作面积 家庭劳动力 常雇劳动力 临时雇劳动力 合计 每反投入劳动力

１９３４ 年 ２．５７ ３１（７６．７％） ２．９（７．２％） ６．５（１６．１％） ４０．４ １５．７

１９３５ 年 ５．４２ ６１（７０．８％） ９．８（１１．３％） １５．６（１７．９％） ８７ １６．１

满人农家 耕作面积 家庭劳动力 常雇劳动力 临时雇劳动力 合计 每反投入劳动力

１９３４ 年 ４．７４ ３２（４６．５％） ３１．７（４６％） ５．２（７．５５％） ６８．９ １４．５５

１９３６ 年 ２．１ ８．６９（８３％） １．２６（１２％） ０．８（４．９％） １０．８ ５．１４

　 　 注：括号内为各种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值。 本表系根据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调查部 １９３９ 年所编

《满洲农业移民概说》制作而成

上述情况说明，《标准案》是日本政府基于殖民侵略目的而制定的农业经营政策，在诸多方面脱离

实际，无异于缘木求鱼，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背道而驰的实践：“大八浪开拓团”的农业经营过程

对标《标准案》中“农业经营四大主义”，考察“大八浪开拓团”从 １９３８ 年“分村移民”计划实施到

１９４４ 年这几年的农业经营过程，可以发现其与政策背道而驰，而日本政府的殖民侵略政策及其持续进

行的侵略战争则推进了这一演变过程。
（一）“大八浪开拓团”团员的基本情况

“大八浪开拓团”是日本泰阜村在“北满”地区的分村。 由于日本政府强制“分村移民”导致“移民”
呈现出集体意识不足、农业经营经验与热情缺失、小家庭化以及劳动力不足等特点，再加上前述“北满”
地区较为恶劣的气候环境、落后的农耕技术以及农业经营政策不合理等因素，给“移民”的农业经营带

来了不小的风险与挑战。
泰阜村于 １９３８ 年订立“分村移民”计划，但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困境，最终在日本政府的强势干预下

被迫完成“分村移民”。 泰阜村位于长野县下伊那郡，是一个以种植水稻和养蚕为主的村庄。 村民在狭

小的土地上从事密集型劳动。 受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之交严重经济危机以及 １９３７ 年下伊那地区

“满洲移民”热潮的影响，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按照政府的要求，泰阜村经济改善委员会决定施行“分村移民”。
原计划从 １９３８ 年到 １９４０ 年间向“北满”地区送出 ３００ 户“移民”，但是“分村移民”的过程并不顺利，这
主要是因为战争使日本农村人口逐步流向军需产业，从而缓和了农村的人地矛盾，也使日本农民失去了

“移民”的动力，以至于当村民听到“分村”“满洲”等字眼时，就会出现不耐烦情绪和“又来了”之类的反

应①。 尽管如此，为了落实国策，日本农林省仍在 １９３９ 年指定大量农村为“经济更生特别助成村”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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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小林弘二：《满洲移民之村———信州泰阜村的昭和史》，东京：筑摩书房，１９７７ 年版，第 ９４ 页。
“经济更生特别助成村”是指由日本农林省指定并给予经济资助以实现经济振兴的村庄。 １９３６ 年日本农林省提

出将“满洲农业移民”纳入农业政策，因此被指定的村庄在接受政府资助的同时必须送出“移民”。



强制农村送出“移民”。 泰阜村也在“分村移民”的行列。 根据出身于泰阜村的“残留妇人”中岛千鹤的

回忆，她舅舅是泰阜村议员，为了凑够日本政府所规定的“移民”硬指标，她不得不跟着家人和亲戚来到

“满洲”①。 不仅如此，泰阜村甚至出现了被“在乡军人会”会长用刀威胁去伪满洲国的现象②。 日本政

府强制下的“分村移民”，导致“移民”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移民”送出实绩偏离“分村移民计划”，呈现出小家庭化且劳动力不足的特点。 泰阜村原

计划送出 ３００ 户“移民”，其中整户“移民” （即从老人到婴幼儿全家“移民”） ２５０ 户，实际只送出 ６０
户。 原计划送出农家的次子与三子 ５０ 人，每人为 １ 户，即 ５０ 户，实际送出 ９８ 户，其中还有 ２２ 名是未

成年人而被作为户主送出（政策规定成年男性为户主）。 原计划中不存在从本村以外吸收“移民”，
实际上却吸纳了外村“移民”３９ 户③。 这些情况无疑说明，泰富村的“分村移民”遇到了困难。 如表 ３
所示，非生产年龄的儿童（１ ～ １５ 岁）占到总人口的近一半。 他们不仅不能从事生产还需要家庭的照

顾，即消耗家庭劳动力。 １６ 岁以上为生产年龄，这类人口占了“移民”总人口的 ５８．３％。 ４６ 岁以上人

口占比为 ８．９％。 结合表 ４ 可以发现，“移民”家庭中没有祖父母，只有父母和子女，呈现出小家庭化

的特点。 这种现象在“分村移民”中十分常见。 其主要目的是将老人即祖父母留在“母村”，以保护

家族财产。 日后若青壮年在“北满”生活不下去，便可返回“母村”④。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农

民对“移民”缺乏信心和热情。 简而言之，表 ３ 和表 ４ 反映了“移民”家庭存在小家庭化和劳动力不足

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其他“开拓团”中也比较常见，比如读书村、富士见村、大日向村的分村“开拓

团”等⑤。
表 ３　 “大八浪开拓团”团员年龄分布 （单位：人）

　 　 　 年龄

性别　 　 　
１～１５ 岁 １６～４５ 岁 ４６ 岁以上 合计 平均每户人口

男 １７０ １８８ ４４ ４０２ ２

女 １７２ １９４ ２５ ３７１ １．８

小计 ３４２ ３８２ ６９ ７７３ ３．８

占比 ４４．２％ ４９．４％ ８．９％

　 　 注：表中的年龄分布为 １９４２ 年的数据，详见《第八次大八浪开拓团综合调查报告书》第 ８１—８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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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岛千鹤，１９３２ 年生于日本长野县下伊那郡泰阜村，１９４０ 年随家人作为“大八浪开拓团”团员进入黑龙江省桦

川县大八浪乡。 参见［日］吉井忍：《“中国残留邦人”采访录》，张立宪主编：《读库 ２００２》，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４４ 页。

［日］宫泽一三：《在满二十二年没有忘记日语》，［日］满蒙开拓口述会：《下伊那中的满洲口述史报告集》第 ４
集，饭田：南信州新闻出版局，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５８ 页。

［日］小林弘二：《满洲移民之村———信州泰阜村的昭和史》，东京：筑摩书房，１９７７ 年版，第 ９４ 页。
前述出身于泰阜村的“残留妇人”中岛千鹤在采访中也提到，家族里的中青年参加了“分村移民”，外婆则留在

了泰阜村，并感慨道：“多亏她的坚持，我们从满洲回来后还有地方住。”参见［日］吉井忍：《“中国残留邦人”采访录》，
张立宪主编：《读库 ２００２》，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４４ 页。 实际上，在“分村移民”中将祖父母留在“母村”的

现象比较普遍，从而导致整户送出率较低。 比如被日本政府誉为“分村移民”先进村的大日向村，其整户送出率也只

有 ２９．３％，泰阜村为 ２６．２％，神奈川县中庸村则仅为 ２．３％。 参见［日］野尻重雄：《农民离村的实证研究》，东京：岩波书

店，１９４２ 年版，第 １３—２１ 页。
［日］大东亚省：《第八次大八浪开拓团综合调查报告书》，１９４３ 年，第 ８０—８４ 页。



表 ４　 “大八浪开拓团”团员家庭构成 （单位：人）

　 　 家庭

性别　 　
户主 配偶 父母 祖父母 儿女 兄弟姐妹 其他同住者 总计

男 ２０２ ５ 无 １９０ ４ １ ４０２

女 ２ １５０ １３ 无 １９８ ４ ４ ３７１

　 　 注：表中的家庭构成为 １９４２ 年的数据，详见《第八次大八浪开拓团综合调查报告书》第 ８１—８２ 页

其次，“移民”多为“母村”中的贫农及以下阶层，集体意识较为薄弱。 尽管日本政府提出的“分村移

民”政策要求“母村”送出各个阶层的农户，但实际上被送出的往往是贫农层①。 就泰阜村而言，该村送

出的“移民”，具体包括自耕农 ７ 户、自耕农兼佃农 ５７ 户、佃农 ８７ 户，以及大量从事泥瓦匠、木工、采
石等非农职业的人，此外还有从外村吸纳来的相关人员。 在送出的这些“移民”中，农业出身的人虽

然有农耕经验，但受“母村”多年来种植水稻和从事密集型劳动传统的影响，他们并没有饲养大型牲

畜以及耕种旱田的经验。 非农业出身的人对农业往往缺乏热情且在“母村”中属于比贫农更低的阶

层。 由于“移民”大都属于“母村”中相对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因而缺乏共同的精神纽带，集体意识较

为淡薄。
（二）“共同经营主义”的实践：过早地从共同经营转向个人经营

根据日本政府的规定，“移民”进入后的头两年采取“开拓团”共同经营的形式，第三年转为部落经

营，第四年转为 ４—６ 户为一组的分组经营，第五年转为个人经营。 五年后，行政上归属为伪满洲国街村

制，经济上转向“开拓团”协同组合，建立完整的农村体制。 但是实践中往往并非如此，最终在经济上转

向“开拓团”协同组合的只有 ５４ 个“开拓团”，共计 １０００９ 人，占“移民”总人口的约 ３．７％，其中包括颇受

赞誉的弥荣村“开拓团”②。 然而实际上，弥荣村从 １９３３ 年进入中国东北，１９３４ 年即开始了生活方面的

个人经营，到 １９３６ 年更是转入了农业方面的个人经营③。
“大八浪开拓团”与绝大多数“开拓团”一样，既没有在行政上转为街村制，也没有在经济上建立协

同组合，而是过早地转入了个人经营。 “大八浪开拓团”于 １９３９ 年进入“北满”地区。 此后在农业生产、
消费方面实行了短暂的共同经营。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大八浪开拓团”开始划分部落，次年 ４ 月 １ 日起正式

转入部落共同经营。 此时的共同经营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所有部落成员共同经营部落所有田地；一类

是在部落之下再按照 ４—８ 户为一组，以组为单位共同经营；一类是只共同使用农具，其他方面实行个人

经营。 然而，部落经营很快就转为了个人经营，到 １９４２ 年，“大八浪开拓团”基本上都转为了个人经

营④。 导致“开拓团”过早地由共同经营转向个人经营的原因，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移民”配偶的到来以及“开拓团”团员精神纽带的缺失加速了共同经营的解体。 如表 ４ 所

示，“大八浪开拓团”共有 ２０４ 户“移民”，其中的 １５０ 户有配偶，占总户数的 ７３．６％。 配偶集中在 １９４０ 年

３—５ 月加入“开拓团”。 “移民”家庭团聚后要求尽快实现以户为单位的个人经营，因此，１９４０ 年建设方

面的重点就是建造个人设施，其中个人住宅计划建造 ８４ 栋。 但是由于天气多雨、“开拓团”团员经验不

足等原因，在建住宅的墙面与屋顶无法彻底干燥，建设因而严重滞后。 即便如此，“移民”仍希望尽快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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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高桥泰隆：《昭和战前期的农村与满洲移民》，东京：吉川弘文馆，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２８ 页。
《满洲开拓史》，东京：全国拓友协议会，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３４７—３４９ 页。
石艳春：《弥荣村农业经营实态的变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研究论集》总第 １１ 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２８０ 页。
［日］大东亚省：《第八次大八浪开拓团综合调查报告书》，１９４３ 年，第 ４—９ 页。



进个人住宅中①。 此外，“移民”基本都是贫农及以下阶层和村外人员，由于这些人在“母村”都是边缘化

的存在，缺乏团体性的训练，彼此之间难以建立牢固的精神纽带，于是更加速了“大八浪开拓团”由共同

经营向个人经营的转化②。
其二，共同经营无法调动“移民”耕作的积极性。 虽然拥有足够的农具和役畜，但是由于“移民”中

有很多非农业出身者，加之在进入初期“大八浪开拓团”采取共同经营，没有为“移民”划定每户的耕地

面积，故而“移民”劳作时明显缺乏热情。 此外，由于水土不服，许多人因患上痢疾、大肠炎等病症而无

法到田里干活，有的则谎称生病，总之去田里干活的“移民”很少。 代替“移民”下地干活的是数量庞大

的雇佣劳动力，多达 ３ 万人③。 因此，《调查报告》的执笔者不禁感慨，“在炽热的太阳下孜孜不倦从事农

耕的大多是满人”④。
其三，优越的农业条件成为“开拓团”转向个人经营的催化剂。 “开拓团”用地面积为 １７６４０ 公顷，

这些土地都是“满拓”⑤从原住民处掠夺而来。 据《调查报告》记载，“耕作成熟的水田购买价格为每垧

５０ 元，二荒地为每垧 ２０ 元，耕作成熟的旱田为每垧 ４５ 元，二荒地为每垧 １２ 元，湿地为每垧 ５ 元”⑥。 然

而这个购买价格与正常的市场价格相差极大，无异于掠夺。 据统计，三江平原阿什河沿岸上等地价是

２００ 元，中等地价 １６０ 元，下等地价 １３０ 元⑦。 失去土地的原住民中既有地主，也有自耕农、佃农，他们大

都成为了“开拓团”的雇佣劳动力。 为了调动“移民”的积极性，“开拓团”在 １９４１ 年决定给“移民”家庭

临时分配水田 ０．８ 町步、旱田 ４ 町步。 “开拓团”团员有了分配给自己的土地，就更加不愿意耕种共有地

了。 根据规定，分配的耕地原则上由“移民”家庭自耕，但实际上约有 ２４％的水田和 ８６％的旱田被租给

了原住民⑧。 役畜方面，虽然《北满地区集团农业移民的经营标准案》规定，每 ６ 町步分配马一匹，但实

际上分配的马远多于此规定。 以 １９４０ 年为例，“满拓”分给“大八浪开拓团”１５０ 町步水田、５００ 町步旱

田。 按照每 ６ 町步一匹马计算，只需约 １０８ 匹，但实际分配的是日本马 １２０ 匹、东北马 ３１ 匹，共计 １５１
匹⑨。 农具方面，每户“移民”家庭配发的农具，主要包括犁杖、耙、分土板、木辊子等⑩。 从耕地面积和

配备农具来看，“移民”的农耕条件是比较优越的�I1。 然而为便于“移民”进行农业经营而提供的便利条

件，反而成了“移民”由共同经营过早地转向个人经营的催化剂。
其四，“开拓团”干部、农事指导员的不作为使“大八浪开拓团”缺少凝聚力，导致共同经营效果差。

“大八浪开拓团”中的“移民”基本上都是“母村”的下层农户、脱离农业生产者或者来自外村的人，故而

既缺少同村人之间天然的情感纽带，又缺少有领导力的人才，导致“大八浪开拓团”缺乏统一有效的领

导和专业技术方面的指导。 从《调查报告》关于 １９４０ 年的一段描述可以了解一二，其中有言“这一年是

完全没有统一管理的，也没有训练，团员都是自己做主”�I2。 １９４０ 年是“大八浪开拓团”侵入以来的第一

个完整的农业年，理应是最有干劲、最该立规矩的时候，但是事实却是管理散漫，“开拓团”团员几乎处

于“自治”的状态。 由于环境的改变，加之有很多团员以前没有农耕经验，所以非常需要农事指导员的

指导。 然而事实上，“在新的耕作方式和农业经营技术上，指导员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I3。 这导致“大
八浪开拓团”共同经营出现了严重赤字。 １９４０ 年 ４ 月至 １９４１ 年 ３ 月的决算报告显示，该年度的收支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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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⑤

⑦

②③④⑥⑧⑨⑩�I1�I2�I3　 ［日］大东亚省：《第八次大八浪开拓团综合调查报告书》，１９４３ 年，第 ５—６、２３４、１０２、３１４、５４—
５５、７、２０４—２０５、３５、２３７、２３５、１４７ 页。

“满拓”系“满洲拓殖公社”的简称。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日本广田内阁通过《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 为了适应大规

模移民的需要，日本殖民主义者认为应当设立一个受政府保护且有雄厚经济基础的日本与伪满洲国合办的移民助成机

关。 这个机关就是“满洲拓殖公社”。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满拓”在新京登记注册，业务范围包括“移民”用地的获取、分
配与管理等多项内容。 参见高乐才：《日本“满洲移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４３—２４４ 页。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７１４ 页。



字为 １７５２７０．５４ 日元。 农事指导员不作为的问题，在其他“开拓团”也比较常见。 １９４３ 年长野县拓务课

整理的《访问新农村：长野县满洲视察新闻记者团报告记》中有一篇题为《缺乏农务知识的指导者》的文

章，其中写道有的农事指导员缺少经验，一开始就为大规模的农业经营购入大量机械，结果导致“开拓

团”损失惨重①。
（三）“自耕农主义”的实践：从自耕农转向富农化甚至出现了脱离农业的趋势

《标准案》中强调，“移民”须坚持“自耕农主义”，但实际上“大八浪开拓团”与众多“开拓团”一样，
呈现出富农化、地主化甚至出现了脱离农业的趋势，日本政府的殖民侵略政策则加速了这一演变进程。

《调查报告》对“大八浪开拓团”的 ３３ 户农家展开了调查研究。 这 ３３ 户农家在“开拓团”中属于比

较优秀的，其他农家的经营效果还要明显差一些②。 ３３ 户农家人口结构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开拓团”３３ 户农家人口结构情况

性别 需抚养的人口（１～１５ 岁） 占比 从事生产人口（１６ 岁以上） 占比

男 ３６ ４５％ ４７ ５５％
女 ３４ ５１％ ３３ ４９％

合计 ７０ ４７％ ８０ ５３％
户均 ２．１２ ２．４２

　 　 注：此表系根据《第八次大八浪开拓团综合调查报告书》第 ２７３—２７４ 页相关内容制作而成

如表 ５ 所示，农家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户均为 ２．４２ 人。 ３３ 户农家由男性 ８３ 人、女性 ６７ 人共

计 １５０ 人构成，其中年龄在 １～１５ 岁的需要抚养的人口为 ７０ 人，占总人口的 ４７％；从事生产的人口为 ８０
人，占总人口的 ５３％。 但是由于非生产人口中，１～５ 岁的幼儿有 ２６ 人，且家中没有祖父母，因而母亲必

须尽到照顾他们的责任，从而又造成了家庭劳动力的消耗。 加上“北满”地区雇佣劳动力往往需要每天

管至少两顿饭，因此照顾家庭、给雇佣劳动力做饭的任务就由“开拓团”中的女性承担，从而导致女性连

种植蔬菜的精力都没有，基本处于脱离农业生产的状态③。 每户可从事生产的人口原本为 ２．４２ 人，由于

女性无法参加生产，故而每户的平均劳动力实际只有 １．４２ 人，低于日本政府预估的每户平均 １．５ 人的劳

动力数量。 在耕种面积较大而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如果坚持“自耕农主义”，只能在改良农业耕种方

法及开展合作经营方面下功夫。
然而直到日本战败投降，改良农法都未能在“开拓团”中普及。 虽然《标准案》中提出“开拓团”应该

探索适合当地的农法，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改良之策。 如前所述，“移民”进入东北后采用的一直是原

住民的农耕方法。 １９３９ 年到 １９４１ 年，日本政府曾在“北满”地区尝试推广“北海道农法”，其主要内容，
一是使用改良农具，二是使用役畜，三是推行酪农式的畜类饲养④，四是革新农法。 “北海道农法”有其

特点和优长，也具备一定的可行性。 不过，由于改良农具短缺，加之“移民”对农业劳动缺乏积极性，“北
海道农法”并没有在“移民”中得到普及⑤。 “大八浪开拓团”的具体情况是：水田种植水稻，沿用日本传

统农耕方法或雇佣朝鲜人；旱田则使用原住民传统农耕方法或全部租给原住民中的汉人。 这主要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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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长野县拓务科：《访问新农村：长野县满洲视察新闻记者团报告记》，长野县立图书馆藏，第 ２４—２５ 页。
③　 ［日］大东亚省：《第八次大八浪开拓团综合调查报告书》，１９４３ 年，第 ２７３、１９１ 页。

“酪农”属畜产“移民”。 每个农户饲养牛 ３～６ 头，１０ 户组成一个酪农部落，并设奶站，５ 个部落设一乳制品加工

站。 同时，将奶牛养殖与改良农业相结合，以提高“移民”畜产收入。 参见马伟：《近代以来我国东北农耕法的演变与发

展———兼论“北海道农法”》，《农业考古》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据统计，“北海道农法”所使用的改良农具数量较少，超过七成的日本农家得不到改良农具。 关于“北海道农法”

失败的结论，参见［日］浅田乔二：《满洲农业移民政策史》，［日］山田昭次：《近代民众的记录》第 ６ 册《满洲移民》，东京：
新人物往来社，１９７７ 年版，第 ５６４ 页。



为“移民”既没有饲养役畜的经验，也缺少饲养役畜的动力，更缺乏农业经营的资金，加之政府配发给

“开拓团”的改良农具远远不能满足耕种需求，故而直到侵华战争结束，“大八浪开拓团”只有伊藤组（由
４ 名团员构成）基本掌握了“北海道农法”，“普通团员仍与改良农法无缘，依旧使用满人或朝鲜人的旧

有耕作方法”①。
部落间的对立，以及“开拓团”团员间关系的紧张，导致无法形成合作经营。 “大八浪开拓团”从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划分部落开始，就出现了部落之间相互对立的问题，何况还有“母村”外的团员，所以不论

是部落间还是部落内团员间，彼此的关系都比较紧张②，加之前述共同经营已经过早地转变为个人经

营，因此合作经营并不能有效解决“移民”家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表 ６　 １９４０—１９４２ 年 ３３ 户农家雇佣劳动力日工工资变迁 （单位：日元）

１ 月 ２ 月 ３ 月 ４ 月 ５ 月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９ 月 １０ 月 １１ 月 １２ 月

１９４０ 年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７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９４１ 年 １．７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９４２ 年 ～ ～ ～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５０ ３．５０ ～ ～ ～ ～ ～

　 　 注：此表系根据《第八次大八浪开拓团综合调查报告书》第 ２６４ 页相关内容制作而成

表 ７　 １９４１ 年 ３３ 户农家平均农耕规模 （单位：反、日元）

种类 水田 旱田 合计

Ａ 自耕 １０．２ １１ ２１．２
Ｂ 租佃 １．７２ ３６．１ ３７．８２
Ｂ ／ Ａ＋Ｂ １４．４％ ７６．６％ 租佃率 ６４．１％

实收地租（每反） ３．１ ３．５２ ３．６２
实收地租（每户） ５．３３ １２７．１ １３２．５３

　 　 注：此表系根据《第八次大八浪开拓团综合调查报告书》第 ２７９—２８８ 页相关内容制作而成

上述情况导致“移民”不得不放弃“自耕农主义”，而选择雇佣劳动力完成农业经营，从而呈现出富

农化的特点。 尽管如此，随着雇佣工资的上涨，通过雇佣劳动力完成农业经营愈加艰难，“移民”只能将

土地租给原住民耕种。 据“大八浪开拓团”团员回忆，“当时不论是哪一家都忙不过来，大家都雇佣苦

力”③。 ３３ 户农家中雇佣的主要类型是日工。 如表 ６ 所示，由于战争以及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统治政策，
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和工厂，农业雇佣劳动力费用高涨。 这导致了雇佣劳动力工资所占“移民”现
金收入的比重较大。 据统计，每户农家支付给日工的现金工资为 １０７．４８ 日元，约占平均现金总收入的

４０．４％④。 尽管如此，３３ 户农家的平均雇佣支出仍低于“北满”地区早期进入的“开拓团”的平均值⑤。
在扣除雇佣支出的基础上，农家的现金总收入还需用于家庭生活等支出，所以农家几乎难有剩余⑥。 为

了维持农业经营，有些农家甚至将配发的团服以高价折给雇工，即所谓的“饥饿雇佣”⑦。 “饥饿雇佣”
导致“移民”选择减少自耕地面积，同时将其他土地租给原住民以收取租金，从而呈现出地主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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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⑤

⑥

②④⑦　 ［日］大东亚省：《第八次大八浪开拓团综合调查报告书》，１９４３ 年，第 ９、３３７、３０９—３１１、２６４ 页。
［日］中岛茂：《成为中国人的开拓少年》，［日］满蒙开拓口述会：《下伊那中的满洲口述史报告集》第 １ 集，饭田：

南信州新闻出版局，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８ 页。
北满地区“移民”农家平均每户雇佣日工 ３７．３ 人，支出日工总工资 ３２９．８ 日元，其中现金工资 ２４６．３ 日元。 参见

《满农雇佣劳动情况调查》，新京：“满洲国立”开拓研究所，１９４１ 年版，第 ２６ 页。
据统计，农业经营相对较好的八个“开拓团”中，家庭生活中自给部分仅占 ３９．６％，现金支出部分占 ６０．４％。 参见

［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东京：明文堂，１９４４ 年版，第 ５４２ 页。



如表 ７ 所示，１９４１ 年农家平均耕种规模为 ２．１２ 町步，远少于政策规定的 １０ 町步，土地的租佃率高达

６４．１％，实收地租 １３２．５３ 日元。
然而，即便将土地租给原住民耕种，“移民”仍然难以摆脱农业经营的困境，究其原因，既有经济因

素，也有日本政府殖民侵略的政治因素。 首先是地租收入偏低。 根据“开拓团”与中间人及原住民签订

的合同来看，其约定的租金约为“北满”地区通行地租的一半①。 由于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歉收，所以实际

缴纳的地租更少。 其次是农家自给自足率低，现金开支数额较大。 虽然《调查报告》没有列出 ３３ 户农

家的家庭支出表或详细记录，但是对前六次“开拓团”的调查显示，农家每户每年的家庭支出均在 １０００
日元以上。 其中自给的部分占 ３９．６％，其余靠现金购买，平均现金支出为 ６４３．７６ 日元②。 就“大八浪开

拓团”而言，如表 ７ 所示，农家主要耕种水田，将旱田租给原住民。 这既是因为“移民”在“母村”时有耕

种水稻的经验，也是因为水稻在“北满”地区是主要的经济作物，可以使“移民”获取更多的现金收入。
复次是日本政府基于支援侵略战争的考虑故意压低伪满洲国农产品价格。 尽管“移民”改为种植经济

作物，但是由于农产品价格低廉，导致“移民”收入缩水。 最后是其他原因。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由于天

气原因水稻减产，导致 １９４２ 年“开拓团”需要购买大米才能度过难关，从而增加了现金支出，加之从“满
拓”贷款越来越困难，“大八浪开拓团”不得不挪用农业经营资金以购买大米，不少团员甚至表示已经没

有能力购买生活必需品③。
为维持生计，农家除租佃和自耕外，还通过从事农业之外的工作以获得更多收入。 “移民”将仅有

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之外的活动中，呈现出脱离农业的趋势。 这显然是与《标准案》的要求相背离的，
当然也是日本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

（四）“自给自足主义”的实践：自给率与生活水平低下导致退团者激增

《标准案》强调“自给自足主义”，然而事实上“移民”连生活必需品都需要用现金购买，甚至为获取

现金他们竞相选择耕种经济型作物。
根据日本学者的调查，即便是最终转入“开拓协同组合”的“开拓团”，其自给率也达不到日本政府

的要求。 这些“开拓团”在饮食方面的自给率只有 ４９．１％，其他家庭生活用品的自给率为 ３９．６％④。 这

说明，自给率低下是日本“移民”农家的普遍现象。 《调查报告》中没有关于“大八浪开拓团”家庭自给率

的具体数据，但是从对“移民”其他方面的描述中可以窥见一二。
建筑方面，挪用地租和贷款收入以填补自给部分的空缺。 “大八浪开拓团”账簿显示，１９４０ 年的团

建设经费约为 ３５３７０９ 日元，其中既定自给的部分占 ４７％。 然而实际上，可自给的部分除了少数原木材

料、高粱、羊草、粗石外，只能承担搬运费和劳力费的极小部分，其他的只能去购买。 如前文所述，“开拓

团”在经济上是存在困难的，如何填补自给部分的空缺？ 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或者偷工减料。 依据《开
拓团建设记录》，该“开拓团”计划建造 １５ 栋个人住宅、１ 栋团长与干部宿舍、１ 栋诊所，并因此而收到了

“满拓”发放的相关建设贷款。 实际上，这些贷款被用于了填补自给部分的空缺，此外还挪用了地租收

入⑤。 尽管如此，“大八浪开拓团”还是因为资金紧张而选择在建筑上偷工减料。 比如地基方面，由于

“北满”地区冬季寒冷，所以个人住宅的地基一般在两米多深，但是“大八浪开拓团”由于资金紧缺，所以

地基只向下挖到 ６０ 公分左右，以致出现“冬季实在冷，室内的水会结冰”等情况⑥。
饮食方面，主食、副食均无法自给自足。 “大八浪开拓团”的主食是大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富

裕，而是因为直到 １９４２ 年“大八浪开拓团”都没有确立粮食自给自足的目标以及相应的制度，再加上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歉收，他们只好用现金购买大米。 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开拓团”那样在大米中混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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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粗粮，做混合饭，乃是因为许多农户没有可以添加到米饭中的东西。 副食方面，３３ 户优良农家中，四
分之三的农家一年吃肉不到 ３０ 次，鸡蛋的自给率也只有 ６２．５％①。

由于自给率低下，“大八浪开拓团”选择耕种经济型作物，农家寄希望于通过贩卖经济作物以赚取

现金，再用现金购买所需的生活用品。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的自给自足政策在实践中是失败的。
生活水平的低下使得“移民”常被疾病困扰，再加上医疗资源欠缺等问题，导致死亡人数较多。 据

统计，１９４１ 年先后有 ３９ 人因病死亡，其中一半以上是少年儿童②。 亲眼目睹一个个生命因为生病得不

到救治而逝去，不少“移民”表示“受到极大的打击”，因而“每次出现不幸的事情，团里就会有人申请回

国探亲”，此后再也没有返回“开拓团”③。 据统计，１９４１ 年至 １９４２ 年初，“大八浪开拓团”由 ２７５ 户 ９４３
人减少为 ２１７ 户 ７８０ 人，悄然退团的“移民”多达 ５８ 户 １６３ 人④。

（五）“大八浪开拓团”的终结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逐步走向穷途末路，这更加剧了日本政府对“移民”和原住

民物资供应的要求，也成为压倒“大八浪开拓团”的最后一根稻草。
１９４１ 年，在“移民”第一期五年计划行将结束之际，日本政府着手制定第二期五年计划。 此时，关东

军在中国东北展开针对苏联的特别演习，需要“开拓团”以及原住民提供更多的物资。 《满洲开拓第二

期五年计划要纲》概述了太平洋战争时期“移民”的任务，其中包括把中国东北变成日本总体战体制中

的战时粮仓，实现农产品增产，而“移民”与原住民则是农产品增产的劳动力，负责向关东军和日本本土

提供粮食供应。 日本政府规定，１９４３ 年“移民”的耕作面积要达到 ３０ 万公顷，供粮定额为 １０ 万吨，相比

１９４２ 年分别增加了两倍和三倍。 该计划被讥为纸上谈兵的计划⑤。 另据《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参

考资料》记载，太平洋战争时期，３９７ 个“开拓团”供出了对“移民”生活来说非常重要的蔬菜、味噌、酱
油、咸菜、木炭等，其中木炭总产量为 ２７２００ 吨，供给军用 １８７０５ 吨，其余的大部分供给日本本土，少部分

归“开拓团”自用⑥。 就“大八浪开拓团”而言，其在 １９４２ 年就已出现“裸供”现象———当时，县公署为每

个“开拓团”分配了应缴纳的粮食数额，“大八浪开拓团”为了完成分配的缴粮任务，连第二年的种子都

搭上了，整个“开拓团”只留了 １０ 天的口粮。 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执着于种植经济型作物，以换取现

金，购买生活必需品。 日本政府为满足战争所需，不断压低伪满洲国的粮食价格，“移民”被逼无奈，只
好选择脱离农业。 可以说，日本政府的强制供粮要求，使得“大八浪开拓团”的农业经营早在日本战败

前便已崩溃。 之后，随着征兵诏令颁布，“开拓团”中 １８ 岁以上 ４５ 岁以下的健康男性全部应召入伍，只
剩老弱妇孺成为掩护关东军南下的盾牌⑦。

三、注定失败的原因：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本性使然

综上所述，通过在政策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大八浪开拓团”农业经营过程的全面考察，可知该“开拓

团”的农业经营过程与效果明显偏离了《标准案》的核心———“农业经营四大主义”，且“移民”的生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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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社，１９７７ 年版，第 ５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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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岛茂：《成为中国人的开拓少年》，［日］满蒙开拓口述会：《下伊那中的满洲口述史报告集》第 １ 集，饭田：

南信州新闻出版局，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９ 页。



平低下，退团人数众多。 凡此种种，说明早在日本战败前，其“移民”的农业经营就已以失败告终。 失败

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标准案》的制定主要是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即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而非出于农业经营

的实际需要。 政策是实践的先导，从未有政策指导错误而实践顺利展开的案例。 《标准案》之所以不切

实际，是因为《标准案》的制定目的在于服务于日本政府的民族扩张计划。 从内容上看，《标准案》没有

加入“移民”不可能论者从经济角度提出的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庞大的资本投入。 此外，《标准案》强调的

“自耕农主义”也是基于日本民族扩张的需要，而不以改良农业技术为前提的“自耕农主义”并不适用于

“北满”地区。
二是日本政府的强制“分村移民”对“移民”的农业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为实现殖民侵略的目的，日

本政府制定了“满洲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计划第一期（１９３７ 年至 １９４１ 年）送出 １０ 万户“移民”。
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强制性的“分村移民”。 不过，被送出的“移民”基本上都是“母村”中的贫农及非

农阶层，属于弱势和边缘群体。 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既缺少农业经营的经验和热情，亦缺少集体意识，
这显然不利于“开拓团”共同经营的进行，并导致了“自耕农主义”的失败。 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不在

于“移民”群体本身，而在于日本政府的殖民侵略。
三是日本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导致“移民”农业经营走向崩溃。 “移民”自始至终就是日本政府发

动侵略战争以及实施殖民侵略中人力资源配置的一环，因而“移民”的农业经营往往受到侵略战争的左

右。 例如基于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人为地制造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剪刀差，使得“移民”即使付出再

多的努力也难以维持农业经营，导致他们被迫逐步脱离农业。 不仅如此，太平洋战争时期，为辅助侵略

战争，日本政府对“移民”和原住民制定了不啻是纸上谈兵的供粮计划，直接导致“移民”的农业经营走

向崩溃。
四是服务于侵略战争的强制“移民”政策导致“移民”缺少学习先进农耕技术的积极性。 先进的农

耕技术有助于实现“自耕农主义”，然而却没有在“移民”中普及开来。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在强制“分村

移民”政策下，泰阜村送出的大部分移民属于“母村”的中下阶层，另外还有一些“移民”早在分村前便已

脱离农村。 因此，“移民”不仅缺少农业经验，还缺少学习先进农业技术的积极性。 再加上战时改良工

具的短缺，导致“北海道农法”的推广最终以失败收场。
事实充分说明，早在 １９４５ 年日本战败前，“移民”的农业经营就已崩溃。 尽管这不是日本政府希望

看到的结果，然而讽刺的是造成此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与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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